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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子恢（1896—1972），福 建龙 岩 人，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家、政治家。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

长，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他在领导农村工作中，曾提出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一思

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

一、发展多种经营模式———生产责任制的提出

邓子恢在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期间，积极主张

发展农业合作化，同时也强调多种经营模式对农业的重

要性。 邓子恢曾说：“由于我国耕地不足， 许多地方光靠

耕田种地就不可能维持生活，从而也就不可能不从各方

面找活路。 ”［1］p458 对于发展多种经营，他明确指出：“既能

保证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又能够使社员增加收入。 ”［2］在

所有制方面，邓子恢与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的“公社越

大越公越好”的观点不同，他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

小私有经济存在。 1956 年， 邓子恢在中共八大上提出：

“在生产资料的处理方面，应该采取‘主要公有，次要私

有’的办法。 ”［3］p362 这与陈云在会上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可谓异曲同

工。 受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搞小集体、小私有被理解为

搞资本主义， 邓子恢不以为然：“全民所有制肚子里还有

小私有、小集体。 这不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全民

所有制的补充，有了就活了。 ”［4］

显然，邓子恢没有把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作为区别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而是实事求是地坚持把公

有制的程度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联系起来， 既不能

落后，也不能超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立了“以公

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

度，不可否认邓子恢是这一制度的早期探寻者。

二、“分工、包工”的生产管理模式———生产责任制的

充实

1953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后，急躁冒进的情绪一

直伴随，互助合作的发展速度往往受政治“鼓舞”而偏离

正常轨道， 邓子恢切实感受到了其中的问题。 于是，在

1953 年末，邓子恢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调研。 调研后，

他了解到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 基层领导干部一时

无法具备指挥大规模生产劳动的能力， 导致生产管理混

乱 现 象 的 发 生 。 对 此 ， 邓 子 恢 提 出 了 解 决 问 题 的 途

径———建立农业合作社体制下的生产责任制。 后来，邓

子恢将之概括为“分工、包工”。 首先是分工。 邓子恢设想

在集体化体制内对粮食生产进行合理分工，按“社—队—

组—户”划分，以队为基本单位，根据农活特点进行灵活

分工，并要求分工公正，接受农民监督；同时要建立按劳

分配制度，规定合理明确的劳动定额，评工记分，凭分领

额。 其次是包工。 包工要分短期包工、长期包工、生产队包

工、个人包工等不同形式。 “总之要根据作物的特性，分别

规定管理的办法。”［1］p606 此外，邓子恢还主张建立验收和奖

惩机制，在农民保证数量的同时，还要看他们的质量，质量

好的予以奖励，质量不达标的予以惩罚。 邓子恢指出农村

中存在三种农活：一种是一定要互助合作才能搞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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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可互助可不互助的， 还有一种是单干完全可以搞好

的。 对于可互助可不互助的农活和单干可以搞好的农活，

必须实行“分工、包工”的生产责任制，这样才能提高工作

效率，调动农民积极性，减轻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

邓子恢“分工、包工”生产责任制思想的核心就是通

过缩小劳动规模，避免“磨洋工”现象，树立劳动者责任意

识。 但是， 这种思想与当时追求大办合作互助的主旋律

相违背，所以并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三、“三包一奖”和“四固定”的生产分配原则———生

产责任制的提高

“分工、包工”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通过缩小劳动规

模、降低劳动集中度来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但这种责任

制并未联系分配，无法克服社员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难题。

邓子恢经过细心研究，于 1957 年 8 月提出解决问题的方

案———“三包一奖”和“四固定”的农业生产分配原则。“三

包制度”，即“包工、包产、包财务”，生产队向公社承包全

年经营所需的成本和粮食产量，年尾统一结算，超产拿

提成，减产扣工分；开支节余不上交，开支不够社不补；工

分少做不扣， 多做不补。 这种包干制固定了社与队之间

的权限关系，既可以减轻公社干部的工作强度，又可以

激励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至于“一奖”，就是奖励超产，邓

子恢主张超产实行“二八分”，即二分归公社，八分归生产

队。 为了鼓励超产，促进农业发展，邓子恢提出“两个指

标”的标准：年终指标略高于常年实际产量，有助于推动

粮食增产；每季度包产指标略低于实际产量，有利于社

员有产可超，保持生产积极性。 “四固定”是指在所有权

属于生产大队的基础上，生产小队、生产组对土地、耕畜、

劳力、农具有固定使用权，这种权利只服从于大队，不受

他级干扰。 “四固定”是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左”

的做法纠正，是邓子恢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一次

尝试，是顺应农民意愿、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的有效举

措，是保障农民安心生产的定心丸。

今天看来，“三包一奖”和“四固定”模式的生产责任

制实质是一种“联产”式的责任制，责任承担者的劳动成

果最终体现在“产量”上，超产提成，减产自理，这种责任

制体现了“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这是邓子恢在集体化

框架下对农业发展做出的艰辛努力和重要贡献。

四、对“包产到户”的支持———生产责任制的发展

1961 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 20%”［5］p1078。 这

一现象，引起邓子恢的高度重视。 1962 年春，邓子恢再次

到农村调研，对“包产到户”进行实地考察。 他了解到“包

产到户”实属农民解决饥荒的无奈之举，反复斟酌后，决

定从实际出发，支持这种做法。从此，邓子恢开始宣传“包

产到户”。 1962 年 7 月，邓子恢在给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

时，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了论述：“不能把作为田间管

理的责任制的包工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 虽然没有统一

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大活还集体做，不是个

体经济。”［6］p456 但是这种做法触及到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

底线，毛泽东告诫邓子恢“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1961
年 11 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

指示》 中指出：“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

变相单干的做法， 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

的。 ”196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邓子恢是

“富农单干”的代表。 会后，农工部被撤销。 仍然没有放弃

对“包产到户”的探索，1964—1965 年，他在南江公社庆

丰大队长淇五队搞起生产责任制试点，很成功。 他断言：

“责任制联系产量，只要不涉及所有制，是可行的。 ”［7］p649

实践证明，“包产到户”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符

合农民的意愿。 然而，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彻底

打破了“包产到户”的最后希望。 邓子恢提倡的“包产到

户”生产责任制，是在所有制属于集体的基础上，联系产

量，统一分配，重构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的一种探索，虽未得到推广，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

村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 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 给农村带来了巨大变

化。 不可否认，邓子恢是农村体制改革的早期探寻者，他的

生产责任制思想是指引中国农村发展的宝贵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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